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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凭借“雨果奖”等世界声誉将中国科幻作品提

高到了世界级水平
1，在掀起一股科幻研究热潮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道德

与文明的思考。如科幻作家韩松认为《三体》三部曲“挑战令一代人困惑的

道德律令与自然法则冲突互存的极限〔……〕并让我们重新检讨这个行星上

及这个行星之外的一切审美观”
2；宋明炜也多次撰文研究：“《三体》比刘

慈欣的其他作品更具有深切的社会意识，小说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宇宙社会

学’，纠结在制度建构与人性道德的冲突之上，实际上也更为直接地将‘中

国经验’此时此刻的难题投放在整个宇宙的尺度之上”（26）；刘慈欣本人

也在 2011 年的一次访谈中坦然交代《三体》系列的创作初衷：“《三体》想

说的，就是人类目前的道德体系和大灾难来临时人类自救行为之间的矛盾”（转

引自 陈颀 6）。也正如此，《三体》三部曲常被当作道德伦理困境小说加以

解读。如果仅仅看到《三体》三部曲中的道德与生存冲突，似乎小瞧了这部

作品的“里程碑”
3 意义。《三体》三部曲作为一种宇宙叙事科幻小说，以其“虚

构的认知疏离”（Darko 25）和对当下现实的思考与酝酿，将中国五千年历史

和宇宙一百八十多亿历史，通过陌生化的手法和新奇性的审美效果，将人类

未来未知的文明形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进行了一次最富想象力的科学、伦理

与政治的思想实验。正如其以黑暗森林法则构建的“宇宙社会学”让人反思

人类主流价值观一样，《三体》三部曲也因其宏大的时空视野和超前的宇宙

整体观，对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的文明三阶段论进行了回应和思考。

文学伦理学批评将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分为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
tion）、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和科学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三个阶

段，三段文明又将人分为“原始人、现代人和科学人”
4。目前，人类已经完

成自然选择进入了伦理选择阶段。当科学技术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伦理

特性逐渐让位于科学标准，最后在科学选择过程中逐渐消亡”（聂珍钊 王松

1　参见 严锋：“从这里到永恒”，《南方都市报》2010 年 10 月 17 日：GB24。
2　来自韩松对刘慈欣，《三体》（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年）图书封底推荐。

3　来自江晓原对刘慈欣，《三体Ⅲ·死神永生》（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年）的图书封底推荐，

原句为“一部真正里程碑式的作品，必将成为经典”。

4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是由三个选择阶段构成的，即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伦理选择（ethical selection）和科学选择（scientific selection）三个阶段。这三个阶

段将人分为原始人、现代人和科学人。自然选择是进化的结果，人的出现标志着自然选择过程

的结束。伦理选择是通过伦理教化解决人的本质问题，让人变成符合道德规范的人。科学选择

解决人的科学化问题，是一个由科学技术改变人类、改造人类，甚至是再造人类的过程。参见 
聂珍钊、王松林：《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年，第 1-28 页。

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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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20），科学人将逐渐替代现代人完成科学选择成为世界主体，人类文明随

之终结。“科学人完成科学选择以后，不仅实现了自我改造得以永生，也将

有能力超越地球进入其他星球，进入一个全新的宇宙选择阶段”（20）。而

刘慈欣的《三体》三部曲正是以其整体性的思维和超越性的视野，为我们展

现了这一全新的、代表人类文明新进程的宇宙选择阶段。这不仅是对文学伦

理学批评提出的文明三阶段论进行的补充，而且引领人们思考继科学选择后

人类文明新的发展形态：人类文明的尽头到底是什么？刘慈欣企图通过将科

学、伦理与政治等人类哲学命题置于宇宙的高度，“主动地形塑各种技术的

意图和科学理论的能指”（海勒 28），预测当下文明遭遇灾难的多种可能性

逻辑结果，思考和预测了人类文明新的发展形态，完成了宇宙选择阶段宇宙

政治文明形态塑造的文本先行。

一、道德与生存：新旧人类的不同伦理选择

在“2007中国（成都）国际科幻·奇幻大会”上，刘慈欣在现场与江晓

原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吃人”思想实验：“假如人类世界只剩你我她了，

我们三个携带着人类文明的一切。而咱俩必须吃了她才能生存下去，你吃

吗？”（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41）江晓原选择了不吃，因为失去了人

性也就失去了文明。而刘慈欣则认为为了人类文明的生存，可以吃。当科学

将人类文明置于宇宙尺度，人类文明能否通过道德得以维系？面对文明的生

存危机，是坚持人类普世道德还是生存第一？在《三体》三部曲中，刘慈欣

通过“吃人”思想实验展现了新旧人类不同的伦理选择，探讨了人类文明遭

遇危机时，普世道德的可靠性与适用性，重新审视了道德的标准和意义，启

发人们思考继伦理选择阶段后，科学选择阶段的伦理形态与主流价值观。

“斯芬克斯因子”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分析人物形象的重要依据，由“人

性因子”和“兽性因子”构成，“两种因子有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

完整的人”（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38）。人性因子作为“斯芬

克斯因子”中的高级因子可以控制作为低级因子的兽性因子，使人成为有伦

理意识的人。“人性因子通过人头体现理性力量，兽性因子通过兽性体现原

始本能”，“人始终处于做人还是做兽的两种基本选择中。这种选择就是伦

理选择”（聂珍钊 王松林 7）。在文学作品中，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分别转

化成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两种因子的不同组合和变化会导致人物的不同伦

理选择，形成不同的伦理冲突。

作为《三体》三部曲中的“圣母”形象，程心是人类普世道德的化身。

她坚信爱可以感化一切、解决一切，甚至为了维持人类普世道德不惜牺牲整

个人类文明。在程心接替罗辑成为第二任执剑人后的短短十分钟，程心因为

心中的道德律令，坚定认为自己“是一个守护者，不是毁灭者”（刘慈欣，《死

神永生》136），放弃了按下能够毁灭三体和地球两个文明的引力波发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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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关，最终导致威慑失败，人类惨遭三体文明驱逐。当云天明、维德殚精竭

虑为人类的最后生存机会——光速飞船计划而苦心经营时，程心又因为光速

飞船计划违背人类基本道德拒绝了维德的建议，既辜负了云天明的一片苦心，

也导致“维德以反人类罪、战争罪和违法曲率驱动技术禁止法律判处死刑”（刘

慈欣，《死神永生》384），人类也因此失去了唯一的生存机会。“ 她两次处

于仅次于上帝的位置上，却两次以爱的名义把世界推向深渊”（刘慈欣，《死

神永生》451）。可以说，程心“除了善良和责任感外什么都没有”（108）。

她是人类文明经过伦理教诲后高度道德化的成果，代表了伦理选择阶段传统

人类的价值观。威慑计划与光速飞船计划的两次失败，与其说是程心个人作

出的伦理选择，不如说是以道德自居的人类文明对普世价值观的充分信任与

肯定。正如智子对程心的同情：“人们选择了你，也就选择了这个结局”（刘

慈欣，《死神永生》144）。程心“只是一个符号，代表着人类普世价值观和

道德”（转引自 陈颀 32），她的失败也即人类普世道德的失败。

与程心始终以人类普世道德为伦理规范不同，罗辑、章北海、维德等超

英雄代表了诞生于末日时代的新人类，他们逾越了人类道德的藩篱与伦理的

禁锢，任由“兽性因子”战胜“人性因子”。在文明危机面前，他们始终以

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为伦理诉求，放弃做人甘愿成兽，将人类文明的种子

延续到了宇宙尽头，以冷酷的姿态彰显了末日时代新人类的价值诉求与新的

道德标准。罗辑作为最后一位面壁人，打破人类文明的道德底线，通过对“黑

暗森林”法则的领悟，毁灭了 187J3X1 行星。同时也将地球文明与三体文明

所有的生命置于宇宙打击的危险面前，在大众的误解与声讨中，建立了地球

与三体两个文明之间的威慑平衡，以一己之力拯救了“三体”危机之下的人

类。如果说罗辑建立了新人类的伦理标准，那么维德和章北海则是继罗辑之

后新人类伦理道德的典型代表。作为执剑人候选人之一的维德冷酷得几乎毫

无人性，连智子也惊叹他为“那个魔鬼”（刘慈欣，《死神永生》 146）。

在维德以人类文明生存为第一需求的伦理意识下，为了实现阶梯计划，他残

忍地杀害自己的属下瓦季姆。为了防止程心阻碍自己的计划，他又冷酷地设

计了一场谋杀。用他自己的话说：“你们都很出色，但挡道的棋子都应清除。

我只能前进，不择手段地前进”（刘慈欣，《死神永生》 96）。与维德一样，

章北海作为脱离人类伦理道德体系的负面英雄形象，以其身上体现的“兽性

因子”诠释了作为一名军人的冷酷与责任。他先是通过隐藏自己的“失败主义”

思想，冷静地杀害三名同事后又劫持了“自然选择”号成功叛逃。在舰队进

入宇宙“黑暗战役”时，为了争夺内部资源，保证人类文明的延续，章北海

又凭借着其惯有的理性，对诞生于太空中新人类的伦理形态作出了清晰的定

位，冷酷地向其他几支尚存的舰队发起了攻击。章北海完成了他延续地球文

明种子的任务，新人类也正式诞生：“无际的太空就这样在它黑暗的怀抱中

哺育出了黑暗的新人类”（刘慈欣，《死神永生》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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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的“解蔽论”1 对罗辑、章北海、

维德等代表的新人类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他们身上体现的“兽性因子”是“促

逼”的产物。人类进入文明危机时，文明生存促逼着人物进行伦理选择，要

么给岁月以文明，要么给文明以岁月。但“做兽既是人的本能反应，也是人

的自然倾向”（7），生存作为人的原欲是罗辑、章北海及维德等人作出伦理

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在黑暗森林的“摆置”下，保存人类的文明火种“促逼”

着他们放弃道德标准，打破伦理禁忌，在自由意志和非理性意志的控制下作

出了骇人听闻的伦理选择。如果罗辑、维德尚是新人类胚胎的雏形，那么以

章北海为代表太空舰队则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太空新人类的蜕变。

有趣的是，程心作为人类道德价值体系的坚定信仰者，代表了伦理选择

阶段具有伦理与道德意识的传统人类。程心因为爱而被民众推为执剑人，却

也同样因为爱将人类推上了毁灭的深渊。而作为人类道德价值体系对立面的

罗辑、维德及章北海等新人类，却以身上体现的“兽性因子”多次拯救人类

于水火。这不得不引发人们思考，当人类文明遭遇危机时，人类普世道德的

可靠性与适用性。

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道德带有历史的特性，在不同时代、不同种

族、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道德。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标准与道德内涵可能

不同”（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48）。刘慈欣也通过章北海之口

表达了这一观点：“新的文明在诞生，新的道德也在形成”（《黑暗森林》 

420）。当我们的文明需要牺牲部分来保存整体的时候，以人类普世道德构建

的“人文社会是十分脆弱的”（《黑暗森林》405），这时就需要新的道德

与伦理了。关于道德的标准，斯宾诺莎（Baruch de Spinoza）提出“自然法

理”之说，“我们是万有自然的一部分，所以我们遵从自然的法理”2。他认

为遵守自然法理就是德性，而道德意味着遵守秩序和控制情感。既然“黑暗

森林”法则成为了新的文明伦理规范，那么坚持“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刘慈欣，《黑暗森林》 441）就是遵守自然法理，就是道德的旨归。从这个

角度来看，罗辑、章北海、维德等人的伦理选择虽然违背了人类的道德价值

标准，但是却符合文明新的伦理规范，是遵守自然法理的德性行为。反之，

程心始终以人类中心主义构建的伦理道德自居，坚信爱可以拯救一切，无视

作为执剑人的责任和义务，最终以人类文明的陨落，宣告了人类道德的失

效。在《死神永生》中，刘慈欣就对道德与生存这个伦理两难命题作出了最

后判词：“失去人性，失去很多；失去兽性，失去一切”（刘慈欣，《黑暗

森林》382）。

1　参见 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孙周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年，第 4-28 页。

2　参见 斯宾诺莎：《伦理学》，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年，第 80-85 页。



658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 Vol. 6, No. 4, December 2022

二、技术至上：科学选择阶段的伦理环境

吃人还是毁灭？选择人性还是兽性？刘慈欣通过对科学选择阶段暗恐伦

理环境的塑造，对“吃人”这一存在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探讨。以程心为代

表的旧人类及以罗辑等为代表的新人类，都经历了伦理选择及科学选择两个

文明阶段。在以道德为主流价值的伦理选择阶段，程心的“善”是文明进步

的体现，但在以技术为标准的科学选择阶段，程心的“善”则成为文明毁灭

的帮凶。反之，“吃人”在伦理选择阶段是违背人性的罪恶，但在科学选择

阶段却是文明生存的正常需求。正如刘慈欣在回答江晓原为何读者会认同自

己“吃人”的伦理选择时说道：“正因为我表现出一种冷酷的但又是冷静的

理性。而这种理性是合理的。你选择的是人性，而我选择的是生存，读者认

同了我的这种选择。套用康德的一句话：敬畏头顶的星空，但对心中的道德

不以为然”（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42）。

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伦理环境是文学产生和存在的历史条件，对文学

作品中的伦理选择进行价值判断应该“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进入文学的伦

理环境或伦理语境中，站在当时的伦理立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聂珍

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7），“而不是进行抽象或者主观的道德评价”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及其它——聂珍钊自选集》12）。回归程心、

罗辑等新旧人类人做出不同伦理选择时所面临的伦理环境现场，不难发现

“吃人”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罗辑是在他冬眠一百八十五年后醒来的，程

心被推为第二任执剑人，是在她冬眠了二百六十四年的威慑纪元61年。“在

三体危机出现后的一个世纪，曾经在黄金时代生活过的人们都离开了人世”

（刘慈欣，《黑暗森林》276）。像程心、罗辑、章北海、维德等存活下来少

数公元人1都是通过人体冬眠技术来到了新的文明时期。在这个科学技术得到

空前发展的时代，人们不仅发明了永动机，而且可以合成粮食，衣服、鞋子

甚至手纸都能当作电脑使用；国家遭到消亡，太空舰队崛起成为独立的政治

和经济实体；传统婚姻家庭解体，科学人2大量出现。这些科学人生活在一千

多米的地下，无论男女都“面容白嫩姣好，长发披肩，身材苗条柔软，仿佛

骨头都是香蕉做的，举止是那么优雅轻柔，说话声音随着微风传过来，细软

而甜美”（刘慈欣，《死神永生》92），他们是经伦理教诲和科学优化后的

文明人。人类文明基本从伦理选择步入了科学选择阶段，科学技术替代伦理

道德成为新的社会规范。在技术标准决定一切的科学选择阶段3，去道德化、

科学化是其主要特征。当伦理道德失去了原有的教诲功能，科学技术就成为

了拯救文明的有力支撑。对此，刘慈欣曾提出，在大灾难来临之际，“技术

1　在《三体》三部曲中，伦理选择阶段的伦理人都被称为公元人。

2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科学选择以科学人的大量出现为标志。

3　文学伦理学批评认为，在科学选择阶段，科学技术不仅将极大的影响人的生活方式，而且从

根本上改变人的生活观念及生存方式，并导致现有的伦理道德逐渐被技术标准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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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做到把人类用一种超越道德底线的方法组织起来，用牺牲部分的代价来

保留整体”（刘慈欣，《刘慈欣谈科幻》37）。文学伦理学批评也认为，

“无论是自然选择、伦理选择还是科学选择，选择的目的是为了人的自我生

存、改进、优化、繁衍”（22），“如果人类的最终目的不是保持人性，而

是为了繁衍下去。那么它（技术）就不是邪恶的”（刘慈欣，《刘慈欣谈科

幻》38）。因此，坚持技术理性的罗辑、维德、章北海等新人类总能解救人

类于水火 ，而坚守普世道德的程心却多次置人类于危险境地。这主要是由人

类进入科学选择阶段所处的伦理环境所决定的。

黑暗森林法则作为整个《三体》三部曲的伦理环境，既体现了科学选择

阶段技术至上的社会规范，也为人物的伦理选择提供了价值判断的依据。黑暗

森林法则即“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

行于林间，轻轻拨开挡路的树枝，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连呼吸都小

心翼翼〔……〕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永恒的威胁，任何暴露自

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刘慈欣，《黑暗森林》446-447）。与《阿

凡达》《沙丘》等科幻小说描写的拟人化伦理环境不同，刘慈欣摒弃了本体论

同一性的思维方式，他不再从人类中心主义出发将伦理环境道德化、人文化，

而是强调他者文明的异质性与排他性。他将以往熟悉的善良、正义、和平等人

类文明构建起来的伦理道德标准清零，将整个宇宙重新定义为零道德的黑暗森

林。在这片黑暗森林中，他者即地狱，任何暴露自身生命形式存在的行为都将

受到高熵文明的毁灭。这种冷酷的书写方式，体现了刘慈欣对萨特“自我—他

者”伦理关系的认同和反思。萨特认为“他者”即“他我”，“他我”和“自

我”一样，都是自为的存在。“自我”和“他我”为了保持各自的主体地位，

会相互形成一种对立和冲突关系。“自我”对“他我”开展支配和奴役，“他

我”对“自我”构成约束与阻碍。因此，萨特向世人发出警告：“地狱，就是

他人”（萨特 283）。

当叶文洁向三体文明发射地球坐标后，地球文明作为他者身份进入三体

文明的视野，对他者的陌生与惧怕，迫使三体文明将地球文明置于自我的客

观对立面。为了保持自我文明生存的主体性，三体文明先是通过智子锁死了

地球文明的基础科学，防止地球文明技术爆炸。之后为了一劳永逸地消除地

球文明这个他者阻碍，毫不犹豫地对地球文明展开了进攻和侵略。地球文明

作为三体文明眼中的他者，为了自我生存的主体性，一次又一次试图向三体

文明这个强大的他者发出挑战与反抗。当罗辑以暴露地球和三体的宇宙坐标

为威慑时，三体文明出于保护自我的需要，暂时放弃毁灭地球文明的计划。

因为在黑暗森林法则的伦理环境下，对话即暴露，他人就是地狱，任何宇宙

文明一旦暴露自己的坐标，即将受到高熵文明的蚕食。在宇宙这座黑暗森林中，

他者文明成为具有威胁性的群体形象，宇宙文明只有在自我与他者的对立与

冲突中，才能寻求自我生存的主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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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他人就是地狱”的伦理环境，既突出了自我与他者的对立关系，

强调了他者的排外倾向，也暗含了自我对他者异质性的拒绝与恐惧。这种对

他者的排外与恐外情绪，源自于潜意识中我们对他者的主体认识。“我们

（即便是出自善意）从民族、国家、地域、宗教、种族、性别、性向、意识

形态等等所谓纯一的社会观（social homogeneity）出发，常常将‘非我’的

个人或群体视为他人(the other)、外人或陌生人(stranger)”（童明 115），他

人、外人或陌生人成了我们认识自我的外部客观物，“‘外人’或与之相关

的‘异域’或‘异质’(foreignness) 既让‘我们’好奇，又让‘我们’产生

排斥、厌恶甚至仇恨”（115），因此，无意识中，我们就将对他人、外人或

陌生人的排外倾向视为理所应当。童明教授认为，这种“对‘外人’或‘异

域’的好奇兼拒绝的情绪，实际上是‘我们’自己心里种种暗恐的复现”

（115）。

暗恐（unheimlich）1最先由弗洛伊德（Freud Sigmund）提出，弗洛伊德

认为暗恐是“压抑的复现”（return or recurrence of the repressed）的另一种

表述，“暗恐是一种惊恐情绪，但又可以追溯到很久前就已相识并熟悉的事

情”（515）。也就是说，我们当下遭遇到的陌生的惊恐情绪都存在着以往

熟悉的心理源头，“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并列、非家与家相关联的这种二律背

反，就构成心理分析意义上的暗恐”（童明 106）。因此，暗恐包含双重语

义：“对陌生事物产生熟悉的怪异感或对熟悉的事物产生陌生、恐惧感”2。

暗恐通过“复影”（double）这一心理机制生成，既存在于个人意识中，也

存在于社会文化中。“对魔鬼的惧怕、对神灵的崇拜，只是暗恐的两面”

（童明 111）。在《三体》三部曲中，猜疑链、技术爆炸构成了宇宙黑暗森林

法则，对他者文明的惧怕和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构成了宇宙伦理环境暗恐的两

面。

一方面，黑暗森林法则将外星文明设定为零道德状态的他者，在否定

人类伦理道德有效性的同时，也否定了文明之间沟通的可能性。因为对话即

暴露，他人即地狱，这是对沟通作为文明进化和演变主要方式的一种消解，

是一种来自陌生“他者”不确定性和威胁性的生存恐惧。这种恐惧既让我们

觉得陌生，因为它不同于以往的任何情绪体验，又让我们感到熟悉，因为它

类似于乱纪元时期三体人对生存的担忧，人类面临自然灾害时对死亡的恐

惧。对他者文明的惧怕其实就是文明面临灾难时恐惧心理的复现。这种恐惧

的复现不仅存在于文明个体意识的情绪体验中，同样也存在于文明的整个社

会文化中。黑暗森林法则可以追溯到达尔文提出的丛林法则，实际上，黑暗

森林法则是自然选择阶段的丛林法则的复现。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阐

1　“暗恐”一词也被译为“非家幻觉”（The Uncanny），本文主要以“暗恐”为分析术语。

2　参见 郭雯：《克隆人科幻小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 年，

第 89-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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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生物进化和生存竞争的规律，提出了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刘慈欣则将

丛林法则搬至整个宇宙，提出了黑暗森林法则。黑暗森林法则以丛林法则为

基础，突出生存作为文明的第一需要，给整个宇宙涂上了一层既陌生又熟悉

的阴影，营造了一种“熟悉的与不熟悉的并列、非家与家相关联”（童明 

106）的“暗恐”效果，同时也启发人们进一步思考：当科学选择摒弃了伦理

道德后，人类是否会回归到自然选择阶段的文明状态？刘慈欣正是试图通过

描写暗恐的伦理环境带领人们进入对未来文明和集体的思考。

另一方面，文明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构成了黑暗森林法则暗恐的另一面。

在以黑暗森林法则统摄的伦理环境下，科技的发达程度决定了宇宙文明在生

物链中的位置，追求科技的突破与进步成为文明间竞争的生存意识。在以技

术为导向的黑暗森林中，科学技术被宇宙文明奉为上帝和天神，只有得到了

上帝的庇佑，文明才能在残酷的黑暗森林法则下赢得生存和延续的权利。在

《三体》三部曲中，刘慈欣就以细腻的笔触再现了地球文明对科学技术的无

比崇拜之情。当人类发现三体文明的探测器——水滴时，科学家们一致感

叹：“它的形状虽然简洁，但造型精妙绝伦，曲面上的每一个点都恰到好处

〔……〕它给人一种感觉：即使人类艺术家把一个封闭曲面的所有可能形态

平滑地全部试完，也找不出这样一个造型。它在所有的可能之外，即使柏拉

图的理想国中也没有送样完美的形状〔……〕”（刘慈欣，《黑暗森林》 

367）这种对科学技术的崇拜源自于对强大力量的畏惧，是对他者文明惧怕的

“复现”。高熵文明出于对技术爆炸的恐惧，必将对低熵文明进行打击和毁

灭。技术既是宇宙文明的上帝和天神，又是威胁文明生存的敌人与恶魔。所

以弗洛伊德认为“但丁《炼狱篇》的死魂灵或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麦克

白》《凯撒大帝》固然阴暗可怖，但这些未必就比荷马的神灵的欢乐世界更

加暗恐”(Freud 530-531)，对科学技术的崇拜与对他者文明的惧怕只是暗恐

的一体两面。刘慈欣正是通过构建黑暗森林这个“暗恐”的伦理环境，在恐

惧与崇拜的交织情感中将读者与故事主体疏离，让读者在熟悉感、怪异感、

恐惧感中达到对人物伦理选择伦与伦理身份的理解与共鸣。

三、构建宇宙政治平衡：宇宙选择阶段的文明新形态

黑暗森林法则否定了人类道德的普适性，将人类文明的出路指向了技术。

技术既是科学选择的标准也是科学选择的结果，不断促使人类文明科学化程

度越来越高。《三体》三部曲通过巨大的时空叙事，以新的文明阶段的出现

重新带领人们进一步思考：当把人类文明置于广阔的宇宙之下后，在个体文

明与宇宙母体构建的宇宙政治面前，科学技术是否能继续构建起新的文明形

态？人类文明如何避免走向终结？

《死神永生》记录了当人类文明进入647号宇宙时间线后，科学技术在巨

大的宇宙时间面前失效，就连神级文明——歌者文明等，也无法通过高度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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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技术保证文明的最终生存。与人类文明终将迎来科学选择阶段一样，人

类文明继科学选择阶段后也走向了一段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宇宙选择阶段。

在这一文明阶段，人类完成了科学选择，获得了新的技术身份，进行了新的技

术选择。但决定人类文明是否能够生存的不再仅仅是科学技术，同时还有存在

于浩瀚宇宙中的秩序规范。正如关一帆在宇宙真相面前感叹道：“黑暗森林状

态对于我们是生存的全部，对于宇宙却只是一件小事”，“宇宙规律是最可怕

的武器，当然也是最有效的防御手段”（刘慈欣，《死神永生》470）。当科

学技术已经无法解决文明的生存问题，建立在宇宙规律基础之上的宇宙政治1

构建了新的秩序规范，并作为新的希望成为文明生存的寄托。归零者作为宇宙

的管理者，企图通过“重新启动宇宙，回到田园时代”（刘慈欣，《死神永

生》476），以此保证高级文明的生存，但在“小宇宙”与“大宇宙”构建的

宇宙政治面前，技术显得无力，“对于归零者来说，它们的事业最终将由宇宙

本身来完成”（478）。如果科学选择不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终点，那么“自然

选择解决人的形式问题，伦理选择解决人的本质问题，科学选择解决人的科学

化问题”（1），宇宙选择将通过宇宙政治解决人的最终生存这个问题。

与《三体》前两部不同，《死神永生》不再围绕“道德还是生存”这个

伦理两难命题展开思想实验，而是将目光指向了以人类、三体为代表的个体

文明与宇宙母体的政治关系。关于“宇宙政治”，“西方过去主要体现在基

督教思想家和文学家的论述和想象中（如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但丁的

《神曲》）”“东方则主要体现在佛教经典对‘他方世界’的描述和由此发

展出的通俗文学的想象中（如《西游记》等）”（刘志荣 33），随着科学技

术的发展，“宇宙政治”几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现实主义政

治学。“基本上，一提到‘政治学’和‘社会学’，人们的反应都限制在现

实世界已知的地球人之中，这从想象力和思维的开阔性上看，无论如何是一

种退守”（33-34）。《三体》三部曲通过宇宙政治学2第二公理，设置“大宇

宙”与“小宇宙”的生存冲突，对个体文明与宇宙母体可能构成的政治关系

及宇宙秩序进行了探讨，对文明生存的目的和意义进行了终极追问，“这在

视野和胸襟上都是值得称道的”（34）。

罗辑提出的宇宙政治学第二公理，即宇宙质量守恒定律：“文明不断增

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刘慈欣，《黑暗森林》5）。宇

宙质量守恒定律一方面决定了个体文明与宇宙母体的政治关系，另一方面形成

了整个宇宙的政治秩序。在宇宙选择阶段，宇宙作为文明生存的母体，看似与

1　西塞罗（Cicero）在《共和》一书中提出宇宙政治这个概念，认为宇宙的“大”与地球的“小”
之间存在一种特定关系，与公民与国家的关系相对应。宇宙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构建宇宙秩序维
持不同的“小”之间稳定而有序的关系。宇宙政治不仅赋予“小”更大的利益关注，而且将政治
生活理解为对一种宏大的理性宇宙学存在秩序的参与，宇宙政治家的责任就是不断领悟理解关于
美德、荣耀和宇宙秩序的永恒真理。以上内容均为笔者自译。参见 Sean McConnell, “Magnitudo 
Animi and Cosmic Politics in Cicero’s De re Publica.” The Classical Journal 1 (2017): 45-70.
2　在《三体》三部曲中，宇宙政治学又被称为宇宙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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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文明之间形成了整体与个体的二元对立模式，但由于宇宙文明之间的“独

异性”（Singularity），“我们便无法再用过去简单的‘一体/多元’这一二元

对立来审视宇宙总体以及宇宙中诸文明的个体的命运”（曾军 90）。一方面

宇宙母体是由无数个彼此互不交往的文明个体所组成；另一方面，任何一次

宇宙文明之间的冲突都可能破坏宇宙政治平衡，最终带来宇宙母体的毁灭。技

术爆炸作为宇宙文明生存的关键，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但是在宇宙政治面

前，技术不能决定一切。宇宙文明如果为了生存只追求科技的进步而导致宇宙

的生态平衡被破坏，那么生存竞争的最后都是失败者。在《三体》三部曲中，

歌者文明、地球文明最终都面临宇宙坍缩的危险，这更像是“人与自然”关系

的一种“复影”。这就意味着，在宇宙选择阶段，已经不能仅仅依赖在科学选

择阶段形成的技术竞争关系。文明为了生存，就必须与他者文明、宇宙母体建

立起新的存在关系。对此，刘慈欣对人类在科学选择阶段构建的技术身份进行

了解构，探索了宇宙选择阶段人类新的“斯芬克斯之谜”。当科学人完成科学

选择进入宇宙选择阶段后，人类获得的技术身份中增加了被宇宙规律赋予的政

治身份，宇宙哲学的中心不再只有科学与伦理的矛盾，还有宇宙母体与文明个

体之间的政治关系。因此，如何维护宇宙政治平衡，成为宇宙哲学需要探讨的

核心。

《三体》三部曲中的宇宙政治是建立在达尔文的进化论基础之上——

“其实也是运行在一个比宇宙文明公理更简单的法则下：适者生存”（刘慈

欣，《黑暗森林》198），而达尔文的“适者生存”这一命题根本上来自霍布

斯（Thomas Hobbes）。因此，可以说《三体》三部曲中的宇宙政治其实就是

霍布斯自然法的宇宙版。霍布斯的自然法提出，自我保存是最基本的自然权

利，在没有法律限制的情况下，对于他者的潜在威胁，只能自己判断，“而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假定周围的人都是潜在的危险，从而尽快消灭之”1，这

与罗辑领悟的宇宙政治学的第一公理即黑暗森林法则遥相呼应，也“几乎完

美地符合德国政治法学家卡尔·施米特颇富争论性同时又不断被提起的两个

洞见：‘政治就是划分敌友’（《政治的概念》）和‘主权就是决定非常状

态’（《政治的神学》）”（刘志荣 35）。黑暗森林法则存在的本质是“猜

疑链”，叶文洁对地球文明不信任所以向三体文明发射了“求救”信号，三

体文明猜疑地球文明可能技术爆炸，故用智子锁死了地球基础科学。由于文

明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交流与爱成为不可能，文明共存遭到消解。如何打破

黑暗森林法则建立新的秩序规范？霍布斯认为“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使大家

慑服的时候，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之下”（94），为了避免进入战争

状态，人们应该自愿放弃战争权利，通过公认的第三方，缔结社会契约，建

立和平社会。那么，在“大宇宙”与“小宇宙”独异性的环境下，文明是否

自愿放弃战争权利以及是否存在一个宇宙文明公认的第三方，成为宇宙政治

1　参见 吴飞：“黑暗森林中的哲学——我读《三体》”，《哲学动态》3（20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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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得以平衡的关键。

在科学选择阶段，程心的自以为是给整个人类文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

难，到了宇宙选择阶段，刘慈欣重新寄予这一人物新的希望。他通过程心这

一人物形象强调了责任对于文明生存的重要性——“我的一生，就是在攀登

一道责任的阶梯”（刘慈欣，《死神永生》508）。与伦理身份会赋予主体

不同的伦理责任一样，不同的政治身份也会赋予主体不同内容的政治责任。

程心虽然屡次因为爱未能履行作为执剑人的责任，但当宇宙母体即将面临坍

缩，她坚定地选择了响应“回归运动”。为了整个宇宙的涅槃，她放弃了保

存个体文明生存的唯一希望，体现了程心政治责任的回归。另一方面，归零

者作为宇宙的神级文明形态，同时也是宇宙母体的“管理者”，是建立宇宙

秩序的第三方。他们发起的回归运动，既是对宇宙母体的保护，也为宇宙文

明生存提供可能。“其行为准则已然不是‘黑暗森林法则’，而正是这一法

则在整体空间中不能自洽的证明，而一旦有了关注整体的超越性思维，其可

能的政治行为方式就必然会包括联合，‘黑暗森林法则’就必须从另一角度

进行修正——人类道德领域的自我牺牲和奉献精神等等”（刘志荣 37）。虽

然，刘慈欣没有给三体故事设定一个确定的结局，却通过构建宇宙契约与履

行宇宙责任的政治关系探索出了一条建立宇宙政治平衡的可行路径。

黑暗森林法则虽然否定了人类道德的有效性，提出了“他人就是地狱”的

生存伦理观，但地狱也是有出口的，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人的命运取决于

自己的选择”（8）。在《死神永生》中，刘慈欣通过建立宇宙契约和召唤责

任回归对黑暗森林法则进行了重新考量，完成了宇宙文明从与他者为敌到与他

者相依的政治关系的转变。与他者相依意味着与他者共存，为他者而存在，这

就要求个体文明必须在“共存”伦理原则的前提下，在整体利益与个体利益、

义务与权利等之间确立合理的政治互动关系。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礼

之用，和为贵”（于丹 152）集体主义精神，这种“共存”的政治关系虽然也

强调整体意识，但并非要将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体利益之上。因为宇宙文明之间

的独异性要求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互利互赢、协调发展，它突破了中国传统文

化以礼为核心，绝对拒斥个人利益的极左“集体主义”精神，体现出了刘慈欣

对新的集体主义政治关系的思考。

总之，当人类完成科学选择进入宇宙选择阶段后，随着新的文明形态的

出现，人类也将获得不同的身份，进行新的选择。文学伦理学批评提出，“在

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

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秩序

和维系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

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导致的不同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

教诲”（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三体》三部曲的意义就

在于，它通过设置多个思想实验，将生存与人类道德价值体系置于宇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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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下进行拷问，对道德标准进行了重新定义，对科技、伦理、政治与文明

的生存关系进行了重新思考。当伦理上升到种族群体，依据的不再是个体自

身的价值判断，而应从整体出发，用政治来解决伦理中的道德问题。在刘慈

欣看来，认清宇宙政治环境，遵守宇宙政治秩序就是一种德性。因为为了保

存“宇宙母体”，“小宇宙”的牺牲不足挂齿。这种以宇宙整体的存亡为己

任的宇宙观已然突破了人类伦理善恶爱恨的边界。同时也说明，刘慈欣想在《三

体》三部曲中探讨的不仅仅是道德伦理困境问题，更是不同伦理环境下以人类、

三体为代表的个体文明与宇宙母体的政治关系：当道德与生存形成伦理悖论，

技术指向了一条解困之路，但也许最终将会通过政治来解决伦理中的道德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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